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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國無論是官方或民間單位皆鮮

少關注和女性障礙者相關的各項議題，官

方的性別統計資料也缺乏各項和女性障礙

者相關的資訊，歷年由行政院主計處出版

與女性密切相關的統計資訊－「性別圖像」

也見不到女性障礙者的有關訊息。聯合國

或國外相關研究資料已指出女性障礙者較

一般女性更容易落入貧窮、疾病等各項風

險，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綱領也揭示須留意

女性障礙者的特殊需求，然而這些強調應

對女性障礙者投以關注的說法，仍停留在

政策理念的宣示層次，缺乏進一步落實於

公共政策或社會服務的積極作為。長期關

注臺灣身心障礙者人權及服務的周月清教

授(2012)表示臺灣女性障礙者長期以來被

深度邊緣化，雖然臺灣婦女權益運動歷經

數十載發展，在婦女權益提升與保障一項

上頗有成果，但臺灣女性障礙者在婦女權

益運動及被國家視為重點項目的性別主流

化工作中被遺忘了，同時社福團體和障礙

者權益倡導中，女性障礙者也被落下了。

這種既被婦女界遺忘也被障礙團體捨下的

現象，恰恰呼應了西方女性主義障礙研究

對女性障礙者處於雙重弱勢處境的說法。 

從理論層面回顧過往障礙研究的發展

過程，即使是提倡障礙者權益、致力排除

社會歧視與社會排除的障礙社會模式

(social model)，也缺乏關心女性障礙者的

生活經驗及觀點。早期社會模式對和女性

密切相關的生產及親職議題沒有著墨，因

此引發多位後進學者對社會模式的批評，

但 Shakespeare 試著為社會模式為何忽略

上述議題提供解釋，首先他認為參與障礙

者權益運動者較少為擔任親職的障礙者，

使親職議題不易在權益倡導運動內部引起

大多數障礙者的共鳴，此外也可能擔任親

職的障礙者無暇參與權益運動，使得權益

運動缺乏對障礙者親職議題的認識

(Shakespeare, Gillespie-Sells, & Davies, 

1996)。這種忽略女性障礙者經驗或再生產

議題的現象近來逐漸產生改變，經由女性

障礙者的發聲，或女性主義障礙研究學者

或行動者的書寫，障礙者權益運動內部有

關障礙者生育及母職經驗的討論開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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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 Thomas, 1997；邱連枝，2012）。 

 

 

早期學者 Kallianes and Rubenfeld 

(1997)指生育權力(reproductive rights)一詞

在婦運或女性運動被提及，然而非女性障

礙者社群與女性障礙者社群對生育權力所

指涉的內涵認知略有不同。一般而言，生

育權力一詞是指能獲得安全的避孕、合法

中止妊娠，對女性障礙者而言除上述權力

內涵外，生育權力更擴及至擁有養育子

女、成為母親的權利。長期以來女性背負

到了一定年齡就需要進入婚姻，履行生育

子女的社會期待與發展任務。這項社會期

待存在於西方及東方社會，只是促使女性

達成此項社會期待與任務的壓力來源或程

度略有差異，例如在華人社會中這項催促

結婚生育的主要壓力來源可能是父母、家

庭或傳宗接代的文化價值。這種女性到時

該結婚生育的預設指涉的對象僅限一般女

性，也就是說身體損傷的女性障礙者並不

是這波強勢催婚生育的目標對象，她們反

倒是被去性化(asexuality)或被視為不受歡

迎的母親或性伴侶(Kallianes & Rubenfeld, 

1997)。這項存在一般女性與女性障礙者間

被預期生育的差異，也挑起女性障礙者日

常生活經驗與女性主義立場 /論述的張

力。女性主義或女權運動強調女性從原先

單一被預設從事母職和主要照顧工作的限

制中脫逃，不再受限於生育角色與任務，

應發展個人其他可能的社會角色與功能，

包含參與勞動市場、投入更多公共事務及

擁有生育的自主權。然而女性主義或婦女

權益運動極力抗拒的母職角色與生育任

務，卻是許多女性障礙者極力爭取的權利

和角色，這導致女性主義障礙研究倡議者

和學者開始發出異議，質疑過去女權運動

或女性主義理論內部缺乏關照女性經驗的

多元性及忽略女性障礙者經驗。 

由於生理因素及社會的性別配置，女

性向來在生育及親職上較男性承接更多社

會影響與規訓。回顧當代女性的生育經驗

發現，風險論述深刻地銘刻著當代女性的

生育實作，這類風險論述影響女性障礙者

的生育經驗較一般女性更加強烈。這種風

險論述指涉的對象分為兩類，一則針對女

性障礙者，二則針對其腹中所懷的胎兒。

女性障礙者通常被視為較可能產下「有問

題」的新生兒(Prilleltensky, 2004)，即便已

有許多研究指出大多數障礙狀態不會透過

遺傳轉給下一代子女，但女性障礙者依然

背負被親屬或專業人員要求避免生下障礙

兒的禁育壓力（轉引自 Malacrida, 2012）。

著名的女性主義障礙研究學者 Thomas 

(1997)訪談多位女性障礙者清楚指出她們

的懷孕深受風險因素的影響，這類風險因

素的指涉對象不僅限於她們自身也包含其

子女。這類風險論述擴及的範圍很廣包

括：初決定懷孕但尚未懷孕時以及整個懷

孕期間，風險論述的內容包含：懷孕可能

使女性障礙者的身體健康面臨風險、胎兒

是否會因遺傳、母親接受的治療將面臨健

康風險。Lane 指出雖然大多數女性（包含

一般女性）在懷孕過程中都曾接觸上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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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風險論述，例如常見的風險論述有高齡

母親有較高機率誕下障礙兒童，因此羊膜

穿刺等各項產前篩檢技術被推薦給高齡懷

孕婦女。但這類懷孕的健康風險論述被更

進一步強化在女性身障者身上，擔心她們

原先就帶有損傷的身體將因為懷孕而受到

更多損害（轉引 Thomas, 1997）。這類健康

風險論述其實隱含著罹患不健康或遺傳疾

病、生理缺陷的嬰兒應該被避免帶到世

上，造成社會或個別家庭的照顧負擔。

Thomas (1997)分析生產的風險論述時強

調，這類論述不該被單視為生存或死亡問

題，必須看見隱含其後的社會預設，也就

是社會對何謂生活品質以及固有對兒童障

礙者與成人障礙者的預設與歧視。 

 

女性障礙者在懷孕或生孕一事上向來

遭遇許多社會和他人的阻力，加拿大學者

Malacrida (2012)回顧障礙與母職議題時指

出，即使許多障礙狀態已被證明不會經由

遺傳方式傳遞給障礙者的下一代子女，然

而以優生或下一代利益作為考量的說詞依

然為親屬或專業人員所強調，使女性障礙

者面臨禁孕的壓力情境。在女性障礙者在

終止懷孕或禁孕(sterilization)一事上，她們

的父母及醫師扮演著關鍵角色，女性障礙

者在上述人員壓力下因而禁孕(Thomas, 

1997)。甚至女性障礙者的近親親屬例如女

性障礙者的母親會建議她們終止懷孕，認

為她們沒有照顧子女的能力(Mayes, Llew-

ellyn, & Mcconnell, 2006)，直至今日仍有

女性智能障礙者在父母主導下子宮被摘

除。Kaplan 也指出醫師經常勸阻女性障礙

者進行生育，醫師抱持的原因是障礙者無

法扮演好父母的角色（轉引自 Kallianes & 

Rubenfeld, 1997）。我國學者周月清教授針

對智能障礙者禁育議題的研究也有類似發

現，其指出女性障礙者鮮少參與禁育的決

策過程，反倒是其配偶、親屬與專業人員

在決定採行切除子宮及輸卵管結紮上有更

多涉入 (Chou & Lu, 2011)。芬蘭學者

Reinikainen (2008)透過回顧先前文獻指出

鼓勵女性身障者不要生育的信念不僅被健

康及社會福利專業人員秉持。有別於專業

人員或親屬對生育一事抱持的負向態度或

行為反應，女性障礙者看待生育議題呈現

出和上述專業人員、家屬非常不同的面

貌，相較於專業人員將女性障礙者的妊娠

或母職視為一項危機或問題，有些質性研

究透過訪談女性障礙者發現，女性障礙者

對自身的妊娠與母職抱持著正向態度，並

將其視為一項美好的經驗(Sheerin, Keenan, 

& Lawler, 2013; Mayes et al., 2006; Grude 

& Lærum, 2002)。 

 

社會福利學者周月清教授指出我國缺

乏關注女性障礙者的性健康議題，包括生

育、避孕以及和經期相關等議題，因此缺

乏相對應的政策與服務 (Chou & Lu, 

2011)。有關育兒資訊部分，著名的障礙研

究學者 Shakespeare 早前指出障礙者履行

親職時缺乏相關資訊和學習對象，相對於

市場上針對新手父母從產前到產後育兒的

各式指導書籍，要從中尋獲指導障礙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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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育兒的資訊並不容易(Shakespeare et 

al., 1996)。回頭檢視今日臺灣出版市場與

育兒或產前準備相關書籍，也可以見到上

述 Shakespeare 提到的缺乏訊息及障礙者

母職身影的現象。進一步來看和女性障礙

者相關的生育服務，邱連枝(2012)指出女

性障礙者的許多健康照護需求被忽略，其

中包括與婦科相關的照護服務、生育諮

詢、懷孕或生產相關資訊等等。而女性障

礙者在醫院生產的經驗，由於外在環境阻

礙和適當設置不足，女性障礙者在產前階

段 面 臨 無 法 參 與 產 前 課 程 的 窘 況

(Shakespeare et al., 1996)，生產後病房內也

缺乏適當措施協助女性障礙者哺育她們的

新生子女(Grude & Lærum, 2002)。在提供

相關生產照護的人員部分，Kallianes and 

Rubenfeld (1997)研究指出醫療專業人員對

如何提供女性障礙者適切的避孕或生產照

護服務準備不足，且忽略女性障礙者的特

殊需求以及她們擁有的身體知識。Saxton

則指出醫師的專業養成訓練缺乏和障礙者

接觸、對障礙者的認識不夠，無法瞭解性

別、族群因素如何和女性障礙者身分相互

交織，這些因素導致醫師對如何提供女性

障礙者生產相關照護服務缺乏概念。國外

許多婦女是透過助產士接生誕下新生兒，

在瑞典一般生產(normal birth)是由助產士

來擔任，但這群助產士同樣缺乏協助智能

障礙女性生產的知識及技能。一項瑞典的

實證研究分析 375 份由助產士作答的問

卷，其中高達 98.7%的受訪者明確指出看

護女性智能障礙者的懷孕與生產明顯與看

護一般產婦不同，但將近五成受訪者指出

自己從未獲取任何與智能障礙者懷孕及生

產相關的教育，這群助產士表達渴望獲取

以實證為基礎如何協助女性智能障礙者生

產的照護知識，同時這群受訪者超過八成

表示在工作時對如何提供建議給女性障礙

者感到困難(Hoglund & Larsson, 2013)。將

對女性障礙者生育服務的視角擴及至產

後，研究發現即便擁有照顧高風險產婦的

相關健康照護人員、社會工作者，女性障

礙者妊娠期間或誕下新生兒後，這群相關

人員關注及訪視的重點著重在新生兒或胎

兒，而不是女性障礙者的妊娠經驗和照護

需要(Tarasoff, 2011; Walsh-Gallagher, Sin-

clair, & McConkey, 2012)。女性障礙者作為

一位母親，在這類產後服務中被忽略了，

顯然其子女才是專業人員或公共部門關心

的焦點。 

 

 

長久以來女人擔任母職被視為理所當

然，這也被看做女人生命歷程中理應承接

的角色任務，擔任母職顯然被標誌為一件

自然的事，事實上個人將承擔母職視作一

項選擇是個相對而言較現代的概念。然而

這項母職任務的說法指涉的對象不包含女

性障礙者，女性障礙者經常被視為是被照

顧者、依賴著他人或社會服務的幫助，無

法執行照顧任務或角色(Grude & Lærum, 

2002)。這種植根於社會對女性障礙者的偏

誤認知，使女性障礙者長期以來被視為受

照顧者，忽略現實生活中其可能是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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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實。因為這種對女性障礙者擔任照顧

者角色的質疑或否定，使得女性障礙者生

育及教養子女的權益長期被貶抑，和女性

障礙者有關的母職育兒研究也相當缺乏

(Prilleltensky, 2004)。 

Olkin and Meadow-Orlans 表示即使實

際上障礙者父母人數增加，然而相關研究

或社會政策卻依然忽視他/她們的存在與

需要（轉引自 Prilleltensky, 2004）。美國

社會工作學者 Parish, Magana and Cas-

siman (2008)指出在美國障礙者父母占全

美父母比例的 15%；在瑞典一項研究推估

每年大約有 225 位新生兒其母親為女性智

能障礙者（轉引自 Houglund & Larsson, 

2013）。另一項來自東亞國家韓國對障礙媽

媽的調查指出，有別過往對障礙媽媽親職

角色的貶抑，實際上許多韓國女性障礙者

承擔了親職任務，她們履行養育和照顧子

女的照顧者角色(Lee & Oh, 2005)。這項研

究是針對韓國女性障礙者 (women with 

physical disability)懷孕、分娩及產後照顧

的全國性經驗調查，總計取樣 410 位已婚

的女性障礙者樣本，其中高達九成的女性

障礙者為障礙媽媽，大多數參與該項調查

的韓國女性障礙者也表達想擁有孩子，且

認為自身若能獲取適當社會支持，照顧孩

子對她們而言不是一個難題。關於我國女

性障礙者的母職現況，根據內政部(2011)

於民國 100 年發表的身心障礙者生活狀

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報告，約七成五

的女性障礙者養育至少一名子女，惟缺

乏進一步女性障礙者工作狀態及子女年

齡等資料。國內學者邱大昕(2014)分析

2006 年身心障礙者需求調查資料，針對

智能障礙類別進行討論並指出，我國智

能障礙者雖結婚比例不高，但擁有婚姻

關係的智能障礙者其育有子女的比例高

達 84%。透過上述資料顯示障礙者執行

親職並非冰山一角，障礙父母的人口比例

不低，但有關障礙者如何實踐親職的研究

或討論卻非常少見。 

 

回顧障礙與親職主題的相關研究可發

現，障礙與親職的研究主要分為兩類，首

先較多研究將焦點置於障礙孩童與其父母

教養（非障礙者）、互動等相關議題，也就

是以障礙孩童為主體的障礙親職研究

(Malacrida, 2012)，然而針對父母為障礙者

討論其親職經驗的研究則較為罕見。 

聚焦於女性障礙者的親職經驗，

Begley 等人指出社會根深蒂固的負面刻版

印象，使得女性障礙者在實踐母職上面臨

許多挑戰（轉引自 Sheerin et al., 2013）。關

於這類刻版印象，Espe-Sherwundt and 

Crable 具體羅列四項與智能障礙者親職經

驗相關的迷思，首先是所有智能障礙者誕

下的子女會是障礙者、智能障礙者會比一

般父母生產更多子女、預期智能障礙者不

適任親職、拒絕智能障者獲得任何可能有

助執行適當親職機會（轉引自 Sheerin et al., 

2013）。藉由日常生活經驗以及與障礙者父

母的互動過程，實務工作者可以發現上述

這類迷思依舊存在現今障礙者的生活世

界，並被其重要他人所信守。 

事實上社會中這種關於女性障礙者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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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的迷思或負面的刻版印象，侷限了女性

障礙者實踐母職的可能性。Kallianes and 

Rubenfeld (1997)回顧先前學者的研究發現

女性障礙者面臨下面被剝奪擔任母職的困

境，包括被強迫禁孕、墮胎、或者失去監

護權。Parish et al. (2008)也指出障礙者因

為障礙身分被視為不適合擔任親職任務，

障礙者的親職經常受到剝奪，同時障礙者

的家人、朋友以及相關的健康照顧人員也

不鼓勵障礙者成為父母。女性障礙者對被

標誌為不適任母職一事感到焦慮，同時擔

憂被標誌母職功能不彰後隨之而來的相關

效應，亦即親權的剝奪 Thomas (1997)。一

項在澳洲針對女性智能障礙者的研究提

到，澳洲有 33%女性智障者其親職受到剝

奪，顯示子女被帶離障礙母親並非罕見事

件（轉引自 Mayes, Llewellyn, & McConnell, 

2008）。社會工作者與障礙母親互動過程也

受到這種對女性障礙者偏誤或錯誤認知的

影響，愛爾蘭一項有關智能障礙母親的研

究，透過訪談四位智能障礙母親，呈現智

能障礙母親與社會工作者的互動經驗，她

們表達與社會工作者的負向互動經驗，並

指 出 服 務 過 程 中 被 去 充 權 化

(disempowerment)的現象。這些去充權化的

現象包括：社會工作者抱持智能障礙者不

適任母職的預設、告誡智能障礙母親避免

過度和新生子女接觸，例如親餵母乳、貶

低智能障礙母親的照顧能力等(Sheerin et 

al., 2013)。這種女性障礙者生育權利或監

護、照顧權利被剝奪的情形，意味著女性

障礙者的基本人權－生育或親職未獲得保

障，顯然不符合聯合國身心障礙者權利公

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標示強調障礙者應擁有

和一般人相同權利的立法精神。 

經由瞭解女性障礙者的母職經驗，發

現女性障礙者與專業人員互動過程中，障

礙者的自主性、意願沒有受到重視。現在

社會鮮少有父母或家庭獨立完成照顧任

務，即便是身體健全的母親在育兒或親職

工作也需要許多他人的協助，新生兒的祖

父母、鄰近親屬通常不可避免地會一同協

力參與育兒工作，抑或透過向市場購買育

兒服務來完成育兒工作。近年來障礙者倡

議或服務常被提及的自力生活運動，強調

由個人主導，經由個人助理的協助達成在

社區內獨立生活的目標。這項獨立的概念

非指障礙者要一人獨立完成所有生活任

務，而是強調個人自主意願的表達及對生

活的主導權。從母職一事也是如此，女性

障礙者的意願和生育主導權應該要被尊

重，但不應該被期待或要求獨立滿足子女

的所有需求，子女需求的滿足則可透過提

供服務來支持。 

 

若要瞭解為何女性障礙者容易被標籤

化為不適任母職，或藉由種種論述或措施

來禁止、避免她們履行母職，必須回頭先

討論何為「被認同的」的母職？這種被肯

認的母職的要素為何？過往或傳統社會只

要能提供子女溫飽、不受凍、有安全的居

所、能接受教育已被視為足夠的照顧，然

而隨著時代演進對母職的認定也越趨嚴格

與高標準，母親除了滿足生理需求還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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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子女心理、情緒支持等面向。近代西方

社會的育兒工作受到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深刻的影響(Romagnoli & Wall, 

2012)。國內學者唐文慧(2011)引用 Hays

對密集母職定義呈現當代母職的內涵，密

集母職的育兒方式具有下面特徵：以兒童

為中心、信賴專家指導、高度情緒投入及

勞力密集與高經濟花費。唐文慧指出這種

密集母職逐漸成為當代社會的一種母職霸

權，使得何謂好媽媽與適當母職的認定與

想像越來越單一化與標準化，若有稍微偏

差者極易被標誌為失敗或不負責的母親。

實際上要能服膺且長期執行密集母職非常

困難，進一步分析密集母職內涵發現，要

能頻繁投入高度情緒與勞力勞動於日常育

兒工作，對許多參與全職工作的女性而言

十分不易。即使全職女性勉力而為，她們

將接著面臨無止盡或承載高度照顧壓力的

第二班(second shift)工作情境。若從階級來

分析密集母職的履行，密集母職需要的高

經濟花費可能只有部分中產階級以上家庭

能負擔。當代社會這種推崇密集母職的現

象，忽略了現實世界女性的異質與多元的

生活處境，一致化要求每位母親要符合密

集母職任務，卻忘了服膺密集母職對許多

女性而言是嚴苛的。密集母職除了對參與

全職工作、中下階級的母親形成苛求外，

同樣障礙媽媽也可能很難符合密集母職的

要求。除了障礙者本就較容易處在經濟弱

勢，由於生理限制或缺乏相關支持服務、

資訊，障礙媽媽可能根本無法或需要耗用

更多體力、心力或資源才能符合高情緒與

勞力投入的密集母職，因此障礙母親可能

更容易被歸類為「不適任媽媽」或「不是

好媽媽」，社會工作者評估親職能力時必須

敏感到外在限制，如何使障礙媽媽不易達

到好媽媽的標準。英國學者 Skinner (2013)

利用密集母職的概念來討論患有失讀症

（閱讀障礙）障礙媽媽的母職經驗，她發

現這些媽媽因為障礙使她們在教導子女閱

讀、拼字、家庭作業面臨許多挑戰，要達

到所謂「好」的母職，對她們而言特別困

難。Skinner 進一步指出這些母親甚至對自

己有時未能在課業上提供適當幫助給予子

女而感到內疚。同樣在 McCormack 針對邊

緣女性與密集母職的研究發現一些貧窮，

主要是黑人的美國單親母親受限於經濟資

源或工作無法達到密集母職時，她們會因

此感到愧疚(Romagnoli & Wall, 2012)。

Prilleltensky (2004)對障礙母親的訪談有多

位受訪者指出，雖然自己從母親那裏習得

超級全能媽媽的角色概念，但由於障礙使

自己在教養子女的過程中無法演出相同的

角色任務。  

在西方文化脈絡下理想媽媽 (ideal 

mother)意味著母親需要密集且即時回應

子女的需要，並且無私的自我奉獻於照顧

工作，實際上這種理想媽媽的形象是不可

能達到，特別是女性障礙者 (Malacrida, 

2009)。一位理想媽媽要能履行帶領女子進

行戶外活動、使用公共圖書資源、參與學

校舉辦的各項親職活動等等，然而女性障

礙者受限於缺乏妥善的無障礙措施，或其

他普遍可及的文字圖像以外的教育資源，

例如點字或有聲童書、繪本，這些資源的

不足為女性障礙者履行理想媽媽的母職帶



一般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50 期 242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來挑戰。過去我國較缺乏女性障礙者生育

經驗和障礙媽媽的相關實證研究及支持團

體，近年藉由民間團體中華民國殘障聯盟

針對臺灣北中南各區，透過深度訪談、焦

點團體及問卷調查發現，肢體障礙媽媽在

生育及養育過程中幾乎沒有獲得任何考量

肢體障礙者特性的生產或照顧資訊，此外

她們也批判醫院的生產及產檢設施缺乏無

障礙考量，公共場所的育嬰空間也欠缺考

慮肢體障礙者的使用需求，例如更換尿布

的平臺其設置高度對輪椅使用者而言太

高，甚至要帶領子女到公園使用戶外遊樂

設施時，因公園門檔擋住輪椅不得進入。

受訪的肢障媽媽也提到由於不完善的無障

礙空間，使她們和子女外出造訪的場所經

常受到限制，她們只能到特定無障礙設施

較完善的地點（中華民國殘障聯盟，

2013）。硬體設施不佳不僅產生社會排除效

應、影響障礙者及其子女的社會參與及發

展，同時也影響障礙媽媽的母職實踐。社

會工作者必須體察到外在環境如何限制障

礙媽媽親職能力的發揮，因此在障礙媽媽

或家庭服務中必須重視環境阻礙的去除，

而非將工作重點單著眼於障礙者個人的改

變與適應，如此方能將社會模式強調去除

歧視與阻礙的精神落實在服務中。 

女性障礙者在履行母職時為了避免子

女遭到帶離，因此會特意強調自己有能力

擔任照顧者。此外因為擔心在家務工作上

向外尋求協助會給人自己是負擔的印象，

女性障礙者也傾向於不尋求外在協助

(Thomas, 1997)。那些本身障礙較不外顯或

無法一眼被辦別的女性障礙者甚至會刻意

隱藏自身的障礙，刻意強調或展示自身的

好媽媽形象，她們就如同 Goffman 在〈汙

名〉一書指出障礙者會藉由各種不同方式

掩飾自身的障礙，企圖通過他人的檢視或

避免汙名，以保有和一般人相同的形象

(Malacrida, 2009)。這樣汲汲營營表現出符

合社會期待的母職形象，極力追求被肯認

為好母親的現象，並不存在於一般女性的

母職實踐(Grude & Lærum, 2002)。相對於

女性主義和一般母親對理想母職提出的諸

多挑戰與質疑，女性障礙者的母職實踐經

常不是挑戰理想母職，反倒是藉由自身各

種努力與調整來服膺或達到理想母職的要

求(Malacrida, 2009)。  

另一些障礙媽媽的親身書寫則對理想

母職提出不同回應方式，這些障礙媽媽經

由重新定義母職(redefining)與實作母職，

企圖修正或抵抗標準化的母職論述

(Skinner, 2011)。先前的研究或書寫指出女

性障礙者間存在不同回應標準化母職的方

式，有關尋求外在資源協助母職部分，例

如早前研究指出獨自與子女同住的智能障

礙母親有更多比例向專業人員求助，和其

父母及親屬一同居住的障礙媽媽則對尋求

專業協助持較保守態度（轉引自 Mayes et 

al., 2008）。此外亦有研究指出重度障礙媽

媽、智能障礙媽媽與精神障礙媽媽往往受

到更多質疑與挑戰 (轉引自 Malacrida, 

2012)，這也提醒研究者或實務工作者於障

礙媽媽的研究與服務應該考量障礙媽媽群

體的異質經驗，進一步探討族群、階層、

障礙狀態等因素相互交織下，障礙者媽媽

的個別化需求與母職樣貌。為何女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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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間對理想母職的回應會展現出不同的面

貌？這需要更多障礙媽媽的經驗與實證研

究來解答。 

 

如何修正種種對女性障礙者的偏誤認

知？強調以個人經驗為基礎重新產製知識

的女性主義研究為此提供了可能的出路。

Traustadottir and Johnson 提到女性主義者

強調若要挑戰社會諸多對女性智能障礙者

的刻版印象及偏誤，從傾聽瞭解女性障礙

者的經驗出發是關鍵的第一步（轉引自

Mayes et al., 2006）。女性主義障礙研究的

先驅 Jenny Morris 強調討論女性障礙者的

經驗是重要的，她認為障礙經驗呈現了社

會偏見和不平等，將理想母職作為一種壓

迫形式，要求所有女人遵循此一模式，檢

視女性障礙者的母職經驗正能呈現這項母

職壓迫如何具體運作（轉引自 Malacrida, 

2009）。遵循以個人經驗作為知識生產的理

路，筆者認為若要瞭解臺灣女性障礙者的

生育與母職經驗，可鼓勵第一線社會工作

者與相關人員透過服務案例研討、運作女

性障礙者集會或團體，釐清女性障礙者的

需求與現況，據以作為相關支持服務之發

展依據，且積極向女性障礙者的親屬、相

關專業人員與社會大眾澄清與女性障礙者

相關的偏誤。此外，我國性別統計資料的

建立應考量女性障礙群體之特殊性，積極

建置與女性障礙者相關的各項統計資料；

並要求醫療院所婦女友善醫療環境之配置

應考量與維護女性障礙者的就醫或生產照

護需求。 

成為母親未必是每位女性生命當中必

然的選擇，但擁有成為母親的權力應該受

到保障，這項權力不該因為身體差異(body 

difference)受到減損。回顧過往遺失的一角

－女性障礙者的生命經驗，是一項學術研

究的新嘗試，期待從實務工作與女性障礙

者的互動經驗中能開展更多對話。運用文

獻回顧形式整理國外現有研究結果，期待

為這項在國內相對較不為學界或實務工作

者熟悉的議題引起關注，也期盼從實際服

務經驗中能逐漸產出臺灣障礙媽媽的生命

經驗，使得服務提供能更個別化以滿足個

別障礙媽媽的需求。 

（本文作者為嘉南藥理大學兼任講師） 

：女性障礙者、母職、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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